
馬王堆帛書“張楚”注記與《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之尊漢、尊楚問題

辛德勇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開篇有小序論述説：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

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

有受命若斯之亟也。〔１〕

如近人李笠所釋，在這裏，“讀”是“抽繹理董”之義。 〔２〕對司馬遷“抽繹理董”秦楚之

際史事寫成的這篇《月表》，至遲從清代前期開始，對其撰著宗旨，就有兩派截然不同

的認識： 一派以清康熙年間人汪越爲代表，主張《秦楚之際月表》意在尊漢， 〔３〕稍後

復有錢大昕亦力持此説； 〔４〕持另一派觀點的代表性學者，是與汪越同時的吴非，乃謂

《秦楚之際月表》的編纂，出自重楚之意。 〔５〕

今人田餘慶不僅贊同吴非的看法，而且還結合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上

標記的“張楚”二字，以爲從西漢初年開始，經歷司馬遷撰著《史記》的武帝時期，再到

班固撰著《漢書》的東漢前期，兩漢間人看待秦漢間“楚”這一政權的態度，漸次發生了

變化：

·８５２·

〔１〕

〔２〕

〔３〕

〔４〕

〔５〕

《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第９１５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３年。

李笠： 《史記訂補》 （《二十五史三編》影印民國甲子瑞安横經室刻本 ）卷三，第４８７頁，岳麓書社

１９９４年。 　
［清］ 汪越： 《讀史記十表》（民國十六年徐乃昌《南陵先哲遺書》影印清雍正刊本）卷四《讀秦楚之際月
表》第１犪—３犫頁。
［清］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清嘉慶十一年原刻本）卷三四《與梁燿北論史記書》第１４犫—１５犫頁。
［清］ 吴非： 《楚漢帝月表》卷首吴氏自序，第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５５年重印《二十五史補編》本。



馬王堆三號漢墓年代不晚於漢文帝時，該墓帛書以張楚紀年，證明此時

人們在觀念上尊重張楚法統。其所以形成這種觀念，當是由於張楚有首事

之功，如果没有張楚，就不會出現滅秦的戰争，也就不會有漢。

漢武帝時司馬遷編纂《史記》，法統觀念仍然尊楚。《史記》立月表記秦

末事，不名曰“秦漢之際月表”，而名曰“秦楚之際月表”，説明司馬遷明確地

意識到楚在秦末歷史中具有獨特地位。但是《史記》與馬王堆帛書在這方面

又微有不同。《史記》中的月表繫年未用張楚而用楚義帝，是以義帝代表楚；

《史記》中的本紀不立陳勝而立項羽，是以項羽代表楚。與帛書比較，《史記》

尊楚雖舊，但張楚陳勝的地位却被義帝、項羽取代了。《史記》以陳勝入世

家，比帛書書法降了一等。……

帛書與《史記》都尊楚，反映自漢初至武帝時人們思想比較自由，歷史觀

比較符合實際，正名尊君思想還没有發展到特别偏執的程度。不過，帛書所

尊者張楚，是平民；《史記》所尊者義帝、項羽，是舊族。兩相比較，司馬遷的

史學思想畢竟有所不同，反映獨尊儒術以後人們對上述這一段歷史的認識

正在起着變化。我們知道，《漢書》是以陳勝、項籍合爲一卷，入列傳中的，這

是東漢時期人們對這些歷史人物的定位。《漢書》給予這些人物的地位，大

大低於《史記》，是一目瞭然的。《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冠以漢元年，不書楚

懷王或楚義帝，而依次列漢王以外其他諸侯王。這與《史記·秦楚之際月

表》於同年冠以楚義帝元年，下書諸侯王，而以漢王厠列其中相比，正統觀念

的變化是很明顯的。司馬遷序《秦楚之際月表》，强調的是“號令三嬗”，即

秦—楚—漢的遞變（德勇案：田氏所説的“楚”，包括含項氏和楚怀王）；班固

序《異姓諸侯王表》，强調的却只是漢“五載而成帝業”。這除了反映通貫之

書與一朝之史着眼點有所不同以外，也反映正名尊君觀念的變遷。取對楚

的態度爲例進行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司馬遷的歷史觀念正好處在西漢初年

帛書作者和東漢史家班固之間的狀態。這是值得研究司馬遷史學思想和中

國史學史的學者留意的一個問題。

田氏以爲，處在這一遞變過程當中的司馬遷，在記述相關史事時，難免進退

失據： 　　　　

歷代史家對《史記》立《陳涉世家》事，議論甚多，但都難於説透其中的道

理。因爲，若是如司馬遷所説尊重亡秦首事，則張楚之功不在項羽之下，雖

立《陳王本紀》亦無不可；若從陳勝不繼世而亡言之，比諸侯立爲世家也不合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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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入列傳就可以了，又何必立世家呢？

在我看來，對於秦末擾攘時期究竟該由誰來代表“秦楚之際”的楚這一

問題，司馬遷的思想是相當混亂的，所以他採取了折衷的辦法，把陳勝安排

在世家之中。這種處理不但不够妥帖，而且也違背司馬遷作世家的一般宗

旨，自亂《史記》義例。司馬遷思想的混亂還表現爲既以義帝紀元，却不立義

帝本紀。清人吴非以此改《秦楚之際月表》爲《楚漢帝月表》，並撮取義帝事

略而作《楚義帝本紀》。這一改作意在以《春秋》筆法改正《史記》書法，本身

並没有什麽史學價值，只不過説明《史記》書法于此確有缺陷，不愜人意

而已。〔１〕

以上論述，對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之“張楚”標識和《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的理

解，似乎都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斟酌問題。 對《秦楚之際月表》的準確理解，不僅需要

真切把握“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這句話的具體指向，同時還需要清楚知悉這份《月表》

本身的結構，而要想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勘正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的一項嚴重

舛誤。

一、通行本《史記·秦楚

之際月表》的舛誤

　　當今最爲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其《秦楚之際月表》中相關的内容，原文

如下：

三 二徙
都
江

南
郴

九義
帝
元

年
諸
侯

尊
懷
王

爲
義
帝

十
二
月

二都
彭
城

西
楚
伯

王
項
籍

始
爲
天

下
主
命

立
十
八

王 十
七

項
籍
自

立
爲
西

楚
霸
王

二都
邾

王
吴
芮

始
故
番

君 分
爲

衡
山

八分
楚
爲
四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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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田餘慶： 《説張楚》，原刊《歷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此據作者文集： 《秦漢魏晉史探微》第２—４、２８頁，

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續　表

二都
江
陵

王
共
敖

始
故
楚

柱
國

分
爲

臨
江

二都
六

王
英
布

始
故
楚

將 分
爲

九
江

十
六

至
關
中
誅
秦
王
子

嬰
屠
燒
咸
陽
分
天

下
立
諸
侯

二都
襄
國

王
張
耳

始
故
楚

將 二
十
六

更
名
爲

常
山

二
十
八

都
代

二
十
七

王
趙
歇

始
故
趙

王 分
爲
代

二
十
五

分
趙
爲
代
國

二都
臨
菑

王
田
都

始
故
齊

將 十
九

更
名
爲

臨
菑

二都
博
陽

王
田
安

始
故
齊

將 分
爲

濟
北

二
十
一

都
即
墨

二
十

王
田
巿

始
故
齊

王 分
爲

膠
東

十
八

項
羽
怨
榮
分
齊
爲
三
國

三
月

都
南
鄭

二
月

漢
王
始

故
沛
公

正
月
分

關
中
爲

漢

二都
廢
丘

王
章
邯

始
故
秦

將 分
關
中

爲
雍

二都
櫟
陽

王
司
馬

欣
始
故

秦
將

分
關
中

爲
塞

二都

高

奴 王

董

翳

始

故

秦

將 分

關

中

爲

翟

二
十
九

與
項
羽
有
郄
見
之
戲
下
講
解
項
羽
倍
約

分
關
中
爲
四
國

二都
薊

王
臧
荼

始
故
燕

將 三
十

燕

三
十
二

都
無
終

三
十
一

王
韓
廣

始
故
燕

王 分
爲
遼

東

二
十
九

臧
荼
從
入
分
燕
爲

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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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二
十

都
平
陽

十
九

王
魏
豹

始
故
魏

王 十
八

更
爲
西

魏

二都
朝
歌

王
司
馬

卬
始
故

趙
將

分
爲
殷

十
七

分
魏
爲
殷
國

二
十
三

都
陽
翟

二
十
二

王
韓
成

始
故
韓

將 二
十
一

韓

二都
洛
陽

王
申
陽

始
故
楚

將 分
爲

河
南

二
十

分
韓
爲
河
南
國

以上内容，基本上是照録其底本金陵書局刻本。 覈諸張文虎撰《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

義札記》，知在此金陵書局本中，本表的内容和形式，較諸傳世舊本都已經做了很大改

動，而審度相關記載，可見其中有些校改，所關非細，究竟是否合理，還需要重新考辨。

傳世舊本《史記》，在清乾隆年間校刊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之前，此《秦楚之際月

表》的面貌，與上引表文，一直存在明顯差異。 下面即以南宋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

附《集解》本《史記》爲例，來看一看其《秦楚之際月表》中相關的内容： 〔１〕

三 二徙
都

江
南

郴 義
帝

元
年

二都
彭

城 西
楚

王
伯

項
籍

始
爲

天
下

主
命

立
十

八
王

九諸
侯

尊
懷

王
爲

義
帝

十
二
月

二都
江

都 十
七

項
籍

自
立

爲
西

楚
霸

王

二都
邾

王
吴

芮
始

故
番

君 分
楚

爲
四

分
爲

衡
山

八

二都
江

陵 王
共

敖
始

故
楚

柱
國

分
爲

臨
江

二都
六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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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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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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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九
江

十
六

至
關
中
誅
秦
王

子
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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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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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分
天
下
立
諸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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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見鳳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影印南宋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附《集解》本《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第

３９８—３９９頁。



續　表

二都
襄
國

王
張
耳

始
故
楚

將 二
十
六

更
名
爲

常
山

二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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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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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趙
歇

始
故
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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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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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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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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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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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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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故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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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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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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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羽
怨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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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分
齊
爲
三
國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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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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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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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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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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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關
關

中
爲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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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丘

王
章
邯

始
故
秦

將 分
關
中

爲
雍

二都
櫟
陽

王
司
馬

欣
始
故

秦
將

分
關
中

爲
塞

二都
高
奴

王
董
翳

始
故
秦

將 分
關
中

爲
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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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與
項
羽
有
郄
見
之
戲
下
購
解
項
羽
倍
約

分
關
中
爲
四
國

二都
薊

王
臧
荼

始
故
燕

將 三
十

燕

二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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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三
十
一

王
韓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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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燕

王 分
爲
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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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臧
荼
從
入
分
燕
爲

二
國

二
十

都
平
陽

十
九

王
魏
豹

始
故
魏

王 十
八

更
爲
西

魏

二都
朝
歌

王
司
馬

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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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趙
將

分
爲
殷

十
七

分
魏
爲
殷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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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二
十
三

都
陽
翟

二
十
二

王
韓
成

始
故
韓

將 二
十
一

韓

二都
洛
陽

王
申
陽

始
故
楚

將 分
爲
河

南

二
十

分
韓
爲
河
南
國

除了一些微細的出入之外，二者之間最顯著的區别，是舊本在義帝元年以後，作二十

一横行，而今點校本《史記》及其所從出的清同治金陵書局本，則改二十一行爲二十

行，即把第二、三兩行删併爲一行。

南宋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附《集解》本《史記》之《秦楚之際月表》

（鳳凰出版社影印本。書口已遭描改）

這一重大改易，始自清臣張照在校刊武英殿本《史記》時撰著的《考證》。 張氏稱

“《史記》十表中，此表最爲舛誤”，於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將其“顯明易改者，一一定

正，至於通體，仍依舊式刊刻”，重新釐定了一篇《秦楚之際月表》，附在殿本《史記·秦

楚之際月表》的篇末，以爲經此一番編排，“庶可識太史公之本意”。 〔１〕

·４６２·

出土文獻（第六輯）

〔１〕見清乾隆四年校刊武英殿本《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篇末附《考證》，第１犪—１犫頁。



《秦楚之際月表》乃逐月載録從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吴廣起事反秦到漢高祖五

年劉邦登基即天子位這一年年底後九月爲止各地主要政治勢力的行事。 所謂“月表”

云者，即就此逐月紀事而言。 覆案宋代以來刊刻的舊本《史記》，除了楚義帝元年以

後，在記述各諸侯王史事時，或用受封以來纍積的月數，或在受封的年數下繫以各年

内的月數，繫時的原則稍顯混雜 〔１〕（清康熙年間人汪越以爲這種表述形式，“意亦别

有據依，太史公間存之而未削與（歟）？” 〔２〕所説差相近似），總的來説，並没有太大問

題；甚至可以説是義例分明，序次井然。 正因爲如此，元人方回才贊譽説“其書簡而

有法”。 〔３〕

張照把原表二十一行减省成爲二十行，是由於他没有看懂《秦楚之際月表》的體

例，不知第二行標記的月數“九”，是直接承續本表開頭“楚”這一横行而來。 在這一

行的前面，首記秦二世元年七月“楚隠王陳涉起兵入秦”，次及“楚王景駒始”“楚懷

王始”，而“九”這個月數，便是指楚懷王始立後第二年的第九個月。 與此相對，第三

行標記的月數“十七”，是直接承續本表開頭“項”這一横行而來。 在這一行的前面，

首記秦二世元年九月“項梁號武信君”，逮項梁在定陶兵敗被殺之後，則接以秦二世

二年後九月“懷王封項羽於魯”，“十七”這個月數，乃是項羽受封爲魯公之後的第十

七個月。 〔４〕

明此可知，這部分列出二十一横行的表格，其第二行，是承續“楚王”的法統。 即

在義帝元年正月“諸侯尊懷王爲義帝”之後，便由項羽頂替了楚懷王原來對楚國兵馬

僚屬的統治地位。 緊隨其後未久，“西楚王伯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這意味

着項羽同樣繼承了楚懷王在滅秦之前作爲天下共主的地位，“義帝”只成了一個象徵

性的虚銜。 作爲主命天下的“西楚王伯”，項籍的都城是設在彭城。 在另一方面，項羽

本人則在“諸侯尊懷王爲義帝”的同時，就“自立爲西楚霸王”，這是在沿承他作爲“魯

公”的地位而加以大幅度提高，一舉上升爲“王”。 項羽是把他自己這個封國的都城，

設在江都。

關於《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楚”與“項”的區别，清人錢大昕曾論述説：“别項

於楚者，義帝雖項氏所立，羽不爲義帝所用，且項梁與沛公起兵，皆在陳涉未敗之前，

·５６２·

馬王堆帛書“張楚”注記與《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之尊漢、尊楚問題

〔１〕

〔２〕

〔３〕

〔４〕

［清］ 錢大昕： 《廿二史考異》（《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二，第１６頁，（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
［清］ 汪越： 《讀史記十表》卷四《讀秦楚之際月表》，第４犪—５犪頁。
［元］ 方回： 《古今考》（影印明萬曆十二年王圻校刻本）卷二四“史記秦漢之際月表”條，第８７８—８７９頁，

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７１年。

見鳳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影印南宋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附《集解》本《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第

３９０—３９９頁。



其後權奉義帝，不得竟係於楚。” 〔１〕由於未能分辨清楚項羽後來因繼承“楚”的法統而

實際成爲天下共主的特殊地位與項氏自領其封國的區别，這種認識，顯然還不够透

徹，但錢氏畢竟清楚意識到二者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區别。

張照由於没有能够像錢大昕一樣認識到“楚”“項”之間的性質差異，在妄自改擬

的《秦楚之際月表》中，將“諸侯尊懷王爲義帝，徙都江南郴”“項籍爲天下主命，立十八

王，都彭城”“楚分爲衡山，都邾；爲臨江，都江陵；爲九江，都六”這些内容，一股腦地混

列在“義帝元年”這一縱列之下，而不再做横行的劃分，亦即略不區分其從屬於哪一諸

侯王國。 繼之，便是把原表第二、三兩行，合併爲一横行曰“西楚”，記云：“項籍自立爲

西楚伯王始。” 〔２〕這不僅完全混淆了“楚”“項”的區别，同時還徑行删除了項羽“都江

都”一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有關項羽“都江都”這一記載，本來十分重要，涉及楚漢之

際政治地理格局以及項羽政治謀略的一些重大問題。 對此，我將另行撰文，予以闡

述。 在這裏，姑且引述清人劉文淇對項羽建都江都問題的論述，以略示其義：

《月表》分二十一格。第一格載義帝事，第二、第三格皆言項羽事。第二

格言諸侯尊懷王爲義帝，西楚伯項王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

第三格言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江都。以下十八格分言十八王所都之地。

《史記·高祖本紀》：義帝元年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

郡，都彭城。以下紀十八王所分之地。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項羽

亦於是月出關，使人徙義帝於長沙郴縣。是義帝之徙郴縣亦在四月也。《項

羽本紀》亦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而月表第二格言項羽

都彭城，第三格言都江都者，江都乃項羽初都之地也。

懷王初都盱台，後徙盱台，之彭城。項羽於義帝元年正月猶在關中，分

天下，立諸將爲侯王。是時雖有都彭城之意，而懷王尙在彭城，故先以江都

爲都。

《羽本紀》云：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

義帝長沙郴縣。是羽於四月始都彭城，且懷王未徙郴縣之先，彭城方爲懷王

所都，羽豈能與懷王共都一地？此亦事理之顯然可見者，故知江都爲項羽初

都之地也。

羽雖未至江都，然先議所都之地，實在江都。太史公於《羽本紀》直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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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清］ 錢大昕： 《廿二史考異》卷二，第１６頁。

見清乾隆四年校刊武英殿本《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篇末附《考證》，第６犫—７犪頁。



彭城，不言都江都，所以紀其實；《月表》兼載都江都，所以存其名。此《月表》

紀項羽事所以獨立二格，一載都彭城，一載都江都也。此正史公體例之精，

若所都之地無先後之分，則月表不必立二格矣。〔１〕

儘管劉文淇對《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按照“楚”“項”兩種不同性質的内容而區分爲兩

格來記叙有關項羽史事的做法，理解得還很不充分，但他清楚指明項羽立都於江都的

歷史因緣，從而也就從實質内容上證實了《史記》這一記載的合理性和正確性。

張照在乾隆初年考訂《史記》的文字，雖然主張將《秦楚之際月表》的第二、三兩格

合爲一事，畢竟還心存審慎，没有去改動《太史公書》本文。 稍後，梁玉繩著《史記志

疑》，更具體闡釋相同的看法説：

表中分界横行凡二十一格。第一格宜空之，秦，滅也。第二是楚義帝，

第三是西楚項羽。故二格“九”字，楚之九月；三格“十七”字，羽之十七月。

今本訛刻“義帝”居第一格，“西楚”居第二格，反空第三格，而所書“九”字、

“十七”字却仍在第二、第三格内，遂使“義帝”越限兼二横行，二月以後，始升

“西楚”第二，此乃傳刻譌失，非史公之咎也。

這同樣是忽視和混淆了“楚”與“項”的區别，從而指是爲非，且謂“都江都”數字“當

衍”， 〔２〕做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 張文虎在金陵書局主持校刊《史記》時，實際上是完

全採信了梁玉繩的看法， 〔３〕而在這一點上，金陵書局本所有的謬誤，又都被今中華書

局點校本沿承下來。

二、《秦楚之際月表》的結構

自從清代後期以來，金陵書局本以至今中華書局點校本，雖然在世上普遍通行，

但正如清代學者梅文鼎所説，讀《史記》者對各表之小序，亦“未嘗不愛其文辭，而表中

所列之經緯次第，初無寓目焉者。 蓋有之矣，又何暇深加討論乎”？ 〔４〕故長期以來，

一直没有人注意到張文虎這一改動其實存在嚴重問題。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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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清］ 劉文淇： 《青溪舊屋文集》（清光緖九年刻本）卷四《項羽都江都考》，第１犪—２犪頁。
［清］ 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一〇，第４６３—４６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
［清］ 張文虎：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第１６８—１７０頁，中華書局１９７７年。
［清］ 汪越： 《讀史記十表》卷首清梅文鼎序，第１犫—２犪頁。



昔清人阮元讀到劉文淇對項羽初都江都的考辨，在覈對蒙古中統刻本《史記》之

後指出，各版本中“有江都者，古人之遺；無者，爲妄人削去也”。 繼之，阮氏“復思古人

如項羽者，滅秦封漢，氣蓋一世，快意之事，正在爲霸王、都江都之時，而江都王者以項

氏爲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緜緜欲絶，幸賴明眼人於旁行斜上蠅頭細書之《月表》識

别而出，而又得此霉爛蠧蝕五百餘年之故紙爲之確證，所以古本之可貴如此”。 〔１〕今

中華書局重新修訂《史記》，得以匯校存世各種古本，却仍然未能訂正這一嚴重錯誤，

恢復《太史公書》原貌，不能不説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２〕

除了恢復古本原貌之外，即如上列南宋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附《集解》本《史

記》，其相關内容，也有一些需要校訂的地方。 如第四行“分楚爲四”四字，應從今中華

點校本移入前一列中，蓋從下文“分齊爲三國”“分關中爲四國”“分燕爲二國”之通例

也。 又如帝二十行“正月分爲關關中爲漢”，循下文“分關中爲雍”“分關中爲塞”以及

“分關中爲翟”之通例，也應當如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改作“分關中爲漢”。 至於“與項

羽有郄，見之戲下，購解”一句話中的“購解”，較諸今中華書局點校本的“講解”，用字

更顯典雅，傳世古本亦多作“購”字， 〔３〕似亦以改從舊本要更爲妥帖一些。 其他細處，

則不一一論列。

不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宋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附《集解》本《史記·秦楚

之際月表》中第二行“西楚王伯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這段話，今中華書局新點

校本文爲“西楚伯王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點校者將其讀作：“西楚伯王項籍

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並於卷末附有校勘記云：

“伯王”原作“主伯”，據景祐本、紹興本、耿本改。殿本作“霸王”，義同。

案：上文云“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本書卷六《秦始皇本紀》：“項羽爲西楚

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４〕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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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清］ 劉文淇： 《青溪舊屋文集》卷四《項羽都江都考》附阮元跋文，第４犫—５犪頁。

案據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後附舊點校本的《史記點校後記》（第４０５９頁），知當時已經發現一些金
陵書局本“删得不妥當的”地方，並且“都把它改回來了”，可見恢復金陵書局本誤删的内容，一直在中華
書局本的校勘範圍之内。

案就我手邊比較方便覈對的一些古本而言，除此南宋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附《集解》本《史記》之外，

諸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在《中華再造善本》叢書中影印的宋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附《集解》、
《索隱》本（第７犪頁）和臺北藝文印書館在１９６６年重印的百衲本影印南宋慶元間建安黄善夫家塾刻三
家注本（第９犫頁），都是鐫作“購”字。 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〇（第４６２頁）嘗謂作“購”者非，張文虎：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第１６８頁）亦主“講”字，乃不知“購”在這裏係用作“媾”義，實際上
要比“講”字更爲妥帖。
《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第９３３—９３４、９５８頁。



在這裏，點校者斷然改易“主伯”爲“伯王”，除了相關版本依據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應

是承用了明萬曆間學者程一枝和清人梁玉繩以“主伯”爲譌誤的看法， 〔１〕但此事並不

像程、梁兩人所説的那樣簡單。 張文虎校刻金陵書局本時，僅在《札記》中述云“中統、

游、毛‘主’作‘王’，毛本‘西楚伯項王籍’”，而仍舊保留“西楚主伯”的原文， 〔２〕就顯示

出在張文虎看來，像“西楚主伯”這樣的説法，文義本自順暢，並不是非改不可的病句。

蓋“主伯”云者，猶言“主霸”“主盟”“主宰”。 所謂“尊懷王爲義帝”，初非出自項羽

本心。 在尊奉懷王爲義帝之際，他就向諸將宣示説：“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

攻伐，何以得主約！ 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從而 “乃詳 （佯 ）尊義帝，實不用其

命”。 〔３〕結合劉文淇所述項羽初擬把“西楚霸王”的都城設置在江都的情况，可知他

隨即又改變主意，將義帝棄置一旁，直接出面，以所謂“西楚霸王”的身份而“主伯”天

下諸侯（結合《秦楚之際月表》這一記載，可知《項羽本紀》稱“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

相”，似不如《高祖本紀》記述的分封次序更爲合理，即先有“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

梁、楚地九郡”，然後才封授劉邦以下諸人以王位 〔４〕）。 這是楚漢之際政治史上的重

大關節，是與“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完全不同的另一項重要舉措，若將“主伯”改作

“伯王”，則文晦義舛，直將此事湮没無存，豈容恣意改竄？

今檢視手邊比较容易看到的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三家注本、 〔５〕宋蔡夢弼東塾刻

附《集解》、《索隱》本《史記》， 〔６〕以及明淩稚隆輯、李光縉增補的《史記評林》， 〔７〕此

處都是鐫作“西楚主伯”。 因此，理應保持金陵書局本的原貌，而不是强改“主伯”爲

“伯王”（其實覆案鳳凰出版社影印的所謂“紹興本”《史記》，此處乃是鐫作“王伯”，並

不是中華書局新點校本校勘記所説的“伯王”， 〔８〕而這個“王”字本應該是“主”的泐損

或形訛）。

按照上面的論述，這段話經訂正後，便爲：“西楚主伯項籍始。 爲天下主命，立十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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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清］ 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一〇，第４６４頁。
［清］ 張文虎：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第１７０頁。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４５９頁。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３９８—３９９頁；又卷八《高祖本紀》，第４５９頁。

見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６６年重印百衲本影印南宋慶元間建安黄善夫家塾刻三家注本《史記》卷一六《秦
楚之際月表》，第１０犪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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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亦即“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是項羽成爲“西楚主伯”之後的具體作爲。

明白《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上述結構之後，讓我們回過頭來，審視一下《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序文中“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這兩句話的含義。 對這兩句話的理解，

過去一直不够清楚，現在結合對《秦楚之際月表》上述内容的認識，似乎可以做出更爲

合理的解釋。

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最早闡釋“號令三嬗”的含義説，“嬗”爲“古禪字，

音市戰反。 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 〔１〕但這一解釋，頗爲糊塗。 蓋從陳涉

到項氏，是“一嬗”，再由項氏到高祖，前後僅有 “二嬗”，與 “號令三嬗 ”之説明顯

不合。 　
按照司馬貞這一解釋，另外還有一點，也很難説通，這就是由“陳涉”到“漢高祖”

之間所經歷的年限問題。 蓋陳涉遇害，事在秦二世二年十二月，繼之，秦嘉在這下一

個月立景駒爲楚王，同年六月項梁立故楚懷王孫熊心爲新的“楚懷王”。 〔２〕而如上所

述，直到義帝元年，項羽始“爲天下主命”。 若把義帝元年視作陳勝禪位於項氏的時

間，至漢王五年劉邦躋升天子之位，前後固然只經歷五年時間；但從陳勝罹難到諸侯

尊楚懷王爲義帝，其間已經間隔有二十四個月，對這一時期，不能完全置而不論，而且

由陳勝之死至漢王滅楚取得天下，已有六年之久，這與“五年之間，號令三嬗”的説法，

同樣嚴重不符。

清人梁玉繩曾考辨此事説：

自陳涉稱王，至高祖五年即帝位，凡八年，故《序傳》云“征伐八年之間，

天下三嬗”，此言“五年”，非也。〔３〕

所謂“《序傳》云‘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是指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闡

釋《秦楚之際月表》撰著宗旨時講到的話，其説全文如下：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

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４〕

針對《太史公自序》與《秦楚之際月表》序文之間這一看似牴牾的説法，清人汪越曾經

解釋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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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指漢王始封及爲帝凡五年，《自序》云八年，則統二世三年

言之。 〔１〕

這樣的解釋，雖然看似圓融，但汪氏並没有辨析清楚“號令三嬗”或“天下三嬗”的時間

期限，到底是“八年之間”合理，還是“五年之間”正確。

其實，即使是按照“八年之間”來考慮，如前所述，司馬貞所説“陳涉、項氏、漢高

祖”之間的禪位過程，依然只有“二嬗”。 或許有人以爲，既然司馬貞做出這樣的解釋，

後世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２〕而且至今仍有許多研究者還在承用他的説法， 〔３〕那麽，

有没有可能秦漢間人所説的“三嬗”就是指像“陳涉、項氏、漢高祖”這樣三者之間逐次

嬗替的關係呢？

西漢末年人揚雄，在《揚子法言》中有如下一段論述，可以幫助我們準確理解秦漢

間人對“三嬗”一詞的用法：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

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

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

秦。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項氏暴强，改宰侯王，故天

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創業山南，發迹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

也。〔４〕

對比《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的“三嬗”，可知《法言》之“三擅”應當與之相同，而揚雄所

説的“三擅”，乃一番周嬗於秦，二番秦嬗於楚，三番楚嬗於漢，是周、秦、楚、漢四者之

間遞相嬗替（所謂“五十載之際”不過概舉成數而已），足見即使依從梁玉繩的看法，以

《太史公自序》爲準，把《秦楚之際月表》的“五年之間”改訂爲“八年之間”，對所謂“號

令三嬗”或“天下三嬗”的含義，還是需要重新做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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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秦楚之際月表》的“號令三嬗”和《太史公自序》的“天下三嬗”，應該不難看

出，這前後三番逐次嬗替的東西，是對普天之下發號施令的統治權。 這種權力，在陳

勝、吴廣起事之前，自然完整無缺地把握在嬴秦朝廷手裏。 而從秦二世元年大澤鄉暴

動發生到漢元年十月秦王子嬰素車白馬在軹道授璽投降時爲止，儘管各路反秦義軍

先後佔據了很多地方，但秦天子的權力，並未終結。 直到項羽等擁立懷王爲楚之義

帝，一國大位才正式易主，此即太史公所説“號令”或者“天下”的“第一嬗”。 正如近人

孫德謙所指出的那樣：“《月表》之中盡以月紀，其有稱年者，則從二年爲始，獨於義帝

大書特書曰‘義帝元年’。 《春秋》之義，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故變‘一’爲‘元’。

然則，史公取義帝紀元，殆亦帝統歸之乎？” 〔１〕答案本寓於設問之中，不言自明。

關於嬴姓秦朝在這一時期“號令三嬗”過程中的初始地位，清乾隆年間人鄒方鍔

即曾有所認識，乃謂：“‘五年之間，號令三嬗’，三嬗者，秦嬗楚，楚嬗漢也。” 〔２〕這與司

馬貞指認的“陳涉、項氏、漢高祖”三者之間遞相嬗替明顯不同。 近人汪榮寶對此尚有

更進一步的闡述：

陳涉雖首難，僅六月而滅，未嘗能制天下。二世三年以前，天下大政猶

在秦，故《月表》所謂“號令三嬗”及《自序》所謂“天下三擅（嬗）”，皆謂秦、楚、

漢，不數陳涉。“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謂二世三年甲午秦嬗於楚，高祖五年

己亥楚嬗於漢。首尾涉六年，中間不過四年餘而已。

汪氏復謂：

《索隱》以《表》有“初作難，發於陳涉”語，其解“三嬗”遂首數陳涉，乃其

誤謬。曜北（德勇案：梁玉繩字曜北）不辨《索隱》之誤，反以史公爲非，乖

矣。〔３〕

可見秦之嬗楚與陳勝略無干涉，這是稍一思索就必然會得出的結論。

“第一嬗”既明，殿居其末的“第三嬗”更易知曉，這就是漢王五年二月甲午劉邦在

定陶汜水之陽，登上大漢皇帝之尊位，標志着號令天下的權力，已經由項羽轉移到劉

邦；或者説楚亡漢興，國祚已經遷改。

那麽，在這二者之間，是否還存在有“第二嬗”呢？ 答案就體現在《秦楚之際月表》

之中。 代秦而立的楚國，實際上可以稱之爲“楚朝”，本來在形式上是由義帝來執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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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天下的權力，但義帝即位後僅十個月，項羽即派人殺掉了義帝（時爲漢王劉邦二年

歲首十月）。 〔１〕這樣一來，到漢王五年二月劉邦稱帝時爲止（前此一月，項羽兵敗垓

下，自刎烏江岸邊，其統治已正式宣告終結），中間還有長達三年零十個月之久的一段

間隔。 在這期間，雖然没有了皇帝，但對於這個“楚朝”來説，義帝甫一即位，就以“主

伯”的身份“爲天下主命”的項羽，實際居處於皇帝的地位，此即司馬遷所説“分裂天

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 〔２〕所以，在義帝遇害之後，號令天下的權力

自然由義帝正式轉歸項羽，即由項氏之楚來取代熊氏之楚，這就是在楚義帝熊心膺命

爲帝與漢高祖劉邦即位稱帝之間所發生的第二次嬗替。 司馬遷在《秦楚之際月表》中

特地爲“主伯”各地諸侯的項羽設置一欄，並把它與僅僅“王梁楚地九郡”的項氏王國

區分開來，其實質性意義，就是用以反映項羽的這一獨特地位。

重視項羽在秦漢間改朝换代轉换過程中作用，這本來是司馬貞固有的看法。 另

外，前述鄒方鍔其人，對此也做過論述：

力足以滅秦定天下者，非羽而誰哉？《始皇紀》云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

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秦既亡而漢未振，當日之

天下未有屬也，羽最强，得主命，分天下，王諸侯，則其力足以有天下而天下

歸之。〔３〕

强調項羽對權力的實際控制，這是一種很重視實際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説

是對司馬貞舊説的具體疏釋。

然而，在另一方面，儘管項羽在鉅鹿戰役前後，就已經穩固地取得了“從（縱）長”

的地位，身膺“主伯”之後，愈加“諸侯皆屬”， 〔４〕但鄒方鍔和司馬貞一樣，忽視了只有

義帝才是那個承接號令天下名義的人。 這似乎並不是一個難以發現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鄒方鍔在另外一篇文章裏，實際上已經談到了這一側面：

或曰：“遷之紀項羽、紀吕后，果史法耶？”曰：劉、項同受命懐王，及秦滅，

尊爲義帝。帝雖無功名，則既正矣，秦亡而統歸義帝，義帝亡而歸之高祖可

也。〔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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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遺憾同時又有些令人費解的是，鄒氏在此忽又徒重虚名，從而忽略了項羽對

權力的實際控制。 前引汪榮寶的論述，同樣没有能够在義帝與項羽之間做出區分，以

致終究没有能够得出全面而又準確的認識。

後世學者中，與司馬遷一樣看待秦楚之際法統移换的學者，應首推朱熹。 在朱熹

之前，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在編年上，是徑以漢“太祖高皇帝”之“元年”承續秦二世

三年。 〔１〕逮朱熹指點門人趙師淵等人動手編撰《資治通鑒綱目》一書，乃在司馬光

《資治通鑒》原書之外，特地“别爲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 具體的做

法，是“逐年之上，行外書甲子。 ……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雙行分注”。 〔２〕

本着這一原則，在“壬辰”歲下大書秦“二世皇帝元年”這一“正統之年”後，復以“雙行

分注”的形式，標記 “楚隠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

元”。 至秦二世三年秦朝滅亡之後，則在“乙未”歲下以“雙行分注”的形式，首列“楚義

帝元”，並繼之以“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等各個諸侯的王年。 翌年義帝遇弒

之後，又在“丙申”歲下首列“西楚二年”，繼之以“漢二年”等各諸侯王的王年，依此順

延，直至“戊戌”歲之“西楚四年”。 到“己亥”歲，項羽兵敗垓下，自刎烏江，劉邦即位定

陶，始“大書”云“漢太祖高皇帝五年”。

對於特别注重在史書中寄寓道義褒貶的朱熹來説，在不承認義帝和項羽西楚“正

統”地位的同時（朱熹認定的“正統”，乃僅“謂周、秦、漢、晉、隋、唐”諸朝），却又刻意改

變司馬光以漢帝紀年直接承續秦祚的成規，實際上以楚義帝元年接秦二世三年，以西

楚霸王二年接義帝元年，再以漢高祖五年接項羽西楚四年。 儘管朱熹稱義帝之楚和

項羽西楚屬於“無統”的時期， 〔３〕但《通鑒綱目》這種繫年形式，只能解釋爲是與司馬

遷的《秦楚之際月表》一樣，事實上承認並尊重秦楚之際“號令三嬗”的歷史實際。 换

個角度看，《資治通鑒綱目》這種“因年以著統”的標記，也可以説是爲太史公“五年之

内，號令三嬗”一語寫下的注脚。

另一方面，汪榮寶還曾試圖調和《秦楚之際月表》的“五年之間”和《太史公自序》

的“八年之間”這兩個年限，在説完“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謂二世三年甲午秦嬗於楚，

高祖五年己亥楚嬗於漢。 首尾涉六年，中間不過四年餘而已”這段話，意即肯定“五年

之間，號令三嬗”這一説法之後，又接着講到：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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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宋］ 司馬光： 《資治通鑒》卷八秦二世三年，卷九漢高帝元年，第２８３—２９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５６年。
［宋］ 朱熹： 《資治通鑒綱目》卷首朱氏自撰自《資治通鑒綱目序例》，第２１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朱子全書》本。
［宋］ 朱熹： 《資治通鑒綱目》卷二，第１３２、１４４、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６、１６１頁；又卷三，第１６６頁；卷末附録一朱
熹撰《凡例》，第３４７６—３４７７頁。



至自序“八年”字，乃當連“征伐”字讀之，謂自二世元年兵興，至高祖五

年事定，前後征伐八年也。〔１〕

但“八年”若是聯上“征伐”讀之，不過是使《太史公自序》的相關文字，由“漢乃扶義征

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改變成爲“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而已，既没有

真正切斷“天下三嬗”與“八年”這一期限的聯繫，“之間天下三嬗”的“之間”也不合乎

常規的用法，對於理解這一問題，實在没有什麽積極意義。

包括汪榮寶在内，過去這些研究最大的缺陷，就是未能確切把握“號令三嬗”或

“天下三嬗”的含義。 通過上面的論證，現在我們已經知悉，所謂“三嬗”，是義帝元年

（公元前２０６年）秦“一嬗”於楚（汪榮寶謂“二世三年甲午秦嬗於楚”，是把這次權力嬗

替的時間，定在秦二世三年八月趙高弑二世皇帝之時，但二世死後，子嬰雖以秦王自

存，在楚一方熊心亦僅爲懷王，天下尚無共尊的皇帝，不可謂天下已然嬗之於楚）；義

帝二年（公元前２０５年）十月項羽派人殺掉熊心之後，天下大權，不拘名實，都已移歸

項羽掌控，乃由熊氏之楚“二嬗”於項氏之楚；最後在漢王五年（公元前２０２年）二月又

由項氏之楚而“三嬗”於劉氏漢家。 這樣，就其權柄嬗替的具體時間而論，前後實際經

歷五年時間，《秦楚之際月表》云“五年之間，號令三嬗”便是即此而言；若論其權柄嬗

替的整個過程，固然肇始於陳勝、吴廣揭竿而起之時，亦即所謂“楚人發難”，故《太史

公自序》稱“八年之間，天下三嬗”。 太史公前後兩處所説，實各有側重，非如梁玉繩輩

在二者之間必指一誤不可。 朱東潤嘗撰有《〈史記〉序傳質疑》一文，舉述《太史公自

序》所述諸篇要旨與本篇不相合者，略作分析，然而對《秦楚之際月表》“五年之間”與

“八年之間”的不同，却未着一字。 〔２〕或許朱氏早已看出，這一文字差别並不會給前

後兩處的文義造成牴牾。

三、馬王堆漢墓帛書“張楚”

注記的性質

　　恢復《秦楚之際月表》的本來面目，自然有助於我們更爲準確地把握司馬遷的撰

著意圖。 關於這一問題，現代研究秦漢史的學者，本來關注不多，比較引人注目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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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汪榮寶： 《法言義疏》卷一四，第３５６頁。

朱東潤： 《〈史記〉序傳質疑》，見作者文集： 《史記考索》第３４—３７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述，就是前述田餘慶在《説張楚》一文中對其著述宗旨究竟是重楚抑或尊漢的評議。

如前所述，田餘慶論述這一問題，乃援引馬王堆帛書上標記的“張楚”二字，以事

説明。 下面我們就來重新分析一下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中相關的内容，看看這一材

料是否能够佐證田氏所要論述的問題。

首先，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中“張楚”這一標識，總共見有兩處： 一處是

寫在《五星占》上， 〔１〕另一處是寫在 《刑德》乙篇附列的一份 《太陰刑德歲徙表 》

上， 〔２〕二者都是屬於天文占驗性質的術數用書，其性質和用途與紀事的史書存在明

顯差别。

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中的《土星行度》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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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松長： 《馬王堆帛書藝術》第８—９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傅舉有、陳松長： 《馬王堆漢墓文物》之《九宫圖與干支表》，第１３４—１３５頁，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刑德》乙篇附《太陰刑德歲徙表》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發現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時候，考古發掘出土的這類戰國秦

漢術數著述還相當稀少，學術界對中國早期術數的認識，也極爲有限。 在這種情况

下，很多人都是在未能留意這類術數書本身特點、甚至很可能是在尚未看到全部帛書

原文的情况下（當時這些帛書尚未公開），簡單地抓住“張楚”二字，便大做文章，不僅

普遍像田餘慶這樣將其與《史記》的記載做對比，甚至還有人指認説，馬王堆漢墓出土

帛書上這兩個字是“西漢前期法家路綫統治下的産物”，或者説它“是漢初法家政治的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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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反映”， 〔１〕更爲明顯地做出了過度政治化的解讀。

後來，隨着早期術數文獻一批批相繼出土，學術界對它的認識也日漸深入。 胡文

輝研究指出，像《刑德》乙篇附列的《太陰刑德歲徙表》，“是用來查索某一干支所在年

份的太陰及刑、德方位的，因此它是一種‘指南’和‘手册’的性質，而不是一種‘實際記

録’”。 基於這樣的性質，這份表格上標注的包括“張楚”在内的幾個實際的紀年和年

號“只是‘注解’的性質”，即“只是表示歷史上那幾個重要的紀年和年號正在這個干

支；否則，如果此圖的六十干支是代表實際的年份，那麽‘秦皇帝元’（前２４７年）怎麽

會在‘張楚’（前２１０年）、‘孝惠元’（前１９５年）之後呢”？ 〔２〕

明白這個道理之後，再來看帛書《五星占》中標記的“張楚”，性質實際上與之完全

相同。 在《五星占》中，它是寫在《土星行度》部分。 與《土星行度》相並列，《五星占》中

還寫有《木星行度》和《金星行度》這兩部分有關行星運行規律的内容。 通觀三者，可

以看到如下共同點： （１） 第一横行是以表格的形式排列該行星晨現東方或夕現西方

時相伴隨的二十八宿中各個星宿的名稱。 （２） 每一份表格的寬度，亦即上下列數，與

該行星每運行一個恒星周期所經歷的年數相等。 如木星爲十二列，土星爲三十列，金

星爲八列。 （３） 第二横行用來排列在一個恒星周期之内從秦始皇元年開始的年數變

化。 （４） 第三行以下各横行，其所對應的行星行進位置，是第二横行的重現。 根據這

些情况，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判斷，《五星占》中的《土星行度》、《木星行度》和《金星行

度》，實際上可以説是以秦始皇元年爲起算原點的“土星周期表”（張政烺稱之爲《土星

行度表》 〔３〕）、“木星周期表”與“金星周期表”。 這些表格與《太陰刑德歲徙表》一樣，

實際上也是起着一種通用“手册”的作用，猶如數學運算常用的“數表”，用來檢閲比對

每一年内該行星在以二十八宿爲背景的天幕上所處的位置。

由於是這樣一種檢索用表的性質，這幾種行星行度表在相當於漢代以前的年份

裏，都是由“元年”（即秦始皇元年）一直排列到“卌”年，以下才從“漢元”亦即漢王元年

開始，逐一填入漢帝的年號和年數。 這種情况顯示出對於漢代初年使用這一表格的

人來説，其對應於秦代以至秦楚之際的這些年份，並没有實際的社會意義，所以才會

出現不具體標記秦二世皇帝的元年和年數，只表示二世時期諸年屬於秦始皇元年以

後之第卅八年、卅九年和卌年的寫法。 《土星行度》這份表格中的“張楚”，就是在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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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六輯）

〔１〕

〔２〕

〔３〕

劉乃和： 《帛書所記“張楚”國號與西漢法家政治》，《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５期，第３５—３７頁。

胡文輝： 《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篇研究》，見作者文集： 《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第１６６—１７１頁，中
山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張政烺： 《關於“張楚”問題的一封信》，《文史哲》１９７９年第６期，第７６頁。



三横行秦始皇元年後之第卅八年（與之對應的星象，是秦始皇元年後第八年的土星位

置“與畢晨出東方”）這一年下，添加了“張楚”這兩個字，其屬於附記的性質是非常清

楚的。 换句話説，也就是漢代使用這份《土星周期表》的人，出於某種術數意識，對陳

涉建立張楚一事比較關心，從而就在上面添注了這兩個字。

陳勝以罋牗绳枢之子而斩木爲兵，揭竿爲旗，不僅建立張楚政權，還引得天下雲

集嚮應，以致最終顛覆秦朝的統治，這是秦漢間最爲引人注目的重大變故，術數家對

事變突發時所對應的星象，自然會給予特别的關注。 《太陰刑德歲徙表》注記與“張

楚”對應的干支，應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其間不會蘊涵有什麽“尊重張楚法統”、特别是

崇敬陳勝的政治觀念。 不然的話，像《土星行度》、《木星行度》和《金星行度》這幾種表

格甚至根本没有標記二世皇帝的紀年，豈不要被解釋成西漢初年人不承認二世的法

統地位而特别尊崇始皇帝嬴政？ 術數家就是術數家，既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法家，或

者什麽其他門派的思想家、政治家，我們更不能移用今天的官方政治觀念，去解析兩

千多年前南國方士爲占測凶險變難而隨手寫下的文字注記。

四、《秦楚之際月表》的編制與

尊漢、尊楚無涉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是否存在特别的尊楚意向問題。

司馬遷與班固之間在歷史觀上存在重大的差異和變化，古今學者有基本一致的看法。

這是西漢後期從元、成二帝時期開始直至東漢光武帝一朝，後世所謂正統儒家觀念逐

漸確立成爲朝野主流意識的結果。 後來唐人司馬貞與宋人蘇轍，竟着意重寫改編《史

記》，此亦踵襲班氏之義而變本加厲者。 譬如對待項羽，司馬貞就因其“未踐天子之位

而身首别離”，認爲 《史記》將其 “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爲秦系 （世）

家”；陳涉乃“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稱楚。 歷年不永，勛業蔑如”，因而，

若是“繼之齊魯，曾何等級？ 可降爲列傳” 。 〔１〕

問題是司馬遷没有像班固以下史家那樣刻意貶抑陳勝、項羽這一類人物，並不等

於他就特别尊崇或是抬高這些人。 我們看《史記·項羽本紀》篇末的太史公評語，乃

謂項羽“背關懐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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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唐］ 司馬貞： 《史記索隱》（重印《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史學叢書》本）卷三〇，第３４３—３４４頁，中華書局

１９９１年。



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

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１〕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貶

斥項羽“誅嬰背懷，天下非之”。 〔２〕這都没有一絲一毫尊之重之的意思。 雖然司馬遷

對項羽很多具體的行爲，往往持同情的態度，但就對一個歷史人物的總體評價而言，

上面這些評論，誠可謂蓋棺論定，批判相當嚴厲。

在反駁汪越所説《秦楚之際月表》意在尊漢的看法時，田餘慶曾對爲汪越《讀史記

十表》做續補的徐克范表示贊揚，稱徐氏分析《秦楚之際月表》記劉邦受封爲漢王這一

年爲漢元年，不過 “録其實耳，非故進之也 ”， 〔３〕這種説法 “不失爲平實通達之

議”。 〔４〕其實本着這一思路來看《史記》的《秦楚之際月表》和《項羽本紀》等項内容，

或許更容易把握其真實的撰著緣由。

歷史著述的首要原則，是盡可能忠實地記述歷史活動。 如前所述，司馬遷在《秦

楚之際月表》篇首序文中所説“五年之間，號令三嬗”，是指一嬗於楚義帝熊心，二嬗於

西楚霸王項羽，三嬗於漢帝劉邦，實質上是轉移“號令天下”的權柄和地位。 在這一點

上，項羽之載入本紀，與之實屬相輔相成。

如同顧頡剛所指出的那樣，《史記》一書，隠然以本紀、表爲“經”，乃“帝王之書也，

關係天下者也”。 顧氏復謂《史記》的本紀和表，都是模擬《春秋》所創設， 〔５〕而《春秋》

紀事的一大特徵，就是按照諸王的歲時月日來繫事。 在秦漢兩個王朝之間，有將近五

年時間，號令天下的權柄在名義上屬楚，而這個楚的實權，是操縱在項羽之手，初期則

在形式上歸屬於義帝。 若是要全面反映秦嬗權於楚的過程，又不能不追溯至二世元

年之陳勝首義。 故《秦楚之際月表》即逐月載録從陳勝首義到漢朝建立這一期間秦、

楚以及各路諸侯的重大事件，而以上述權力嬗變爲事態演進的核心。

陳勝起事之後，秦祚並未當即終結。 《秦楚之際月表》的繫年未用張楚而用義帝，

就是因爲秦亡之後，義帝始爲天下共主，這是由史書的編撰形式所决定的，既不存在

是否尊楚、重楚的問題，也不存在田餘慶所説用義帝取代陳勝的問題。 另一方面，熊

心從秦二世二年六月被項梁拉來做招牌，給予“楚懷王”的名分時起，到七個月後被項

羽等奉爲“義帝”，再到十個月後被項羽指使人殺掉，在這一年半多的時間内，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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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４２４頁。
《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３９８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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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 《顧頡剛讀書筆記》第四卷《逍遥堂摭録》之“《史記》模擬經傳”條，第２３６３—２３６４頁；又第五卷
上《法華讀書記》七“《史記》隱分經、傳”條，第２９９０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９０年。



只是在二世二年九月項梁死後到巨鹿之戰結束之前這不到四個月期間，一定程度上

掌控了張楚的政柄， 〔１〕時間非常短促；特别是在巨鹿戰役結束之後，完全是由項羽控

制着張楚政權。 同時，從《史記》記載的情况來看，流傳到漢武帝時期的義帝事迹也相

當稀少，恐怕很難單獨編成一篇本紀。 明人歸有光論《史記》本紀的編撰，嘗謂“《史

記》五帝三代本紀零碎，《秦紀》就好起來了。 蓋秦原有史，故其文字好”， 〔２〕而義帝連

零碎的史料都找不到幾條，已不是文字寫得好、寫不好的問題，恐怕根本寫不成篇（清

初人吴非自我作古編撰的所謂《楚義帝本紀》，雖竭盡全力七拼八湊，文字亦寥寥可

數，很不像個樣子，除了寄寓一番對南明永曆帝據守西南以及緬甸的感懷之外，於研

治秦漢間史事乃略無助益 〔３〕）。 在這種情况下，司馬遷選擇項羽作爲秦漢之間號令

天下的政治首腦而將其列入本紀，以項羽兼該受項氏叔侄操縱的義帝，同樣也是基於

史書編著形式以及可利用史料而做出的選擇，並不是出於尊楚或是偏重項羽的考慮。

至於未嘗號令天下的陳勝，根本就不具備編列所謂“陳王本紀”的條件。

司馬遷爲項羽立設立本紀，後世論者責難紛紛，不過唐人皇甫湜很早就對此做過

清楚的説明：

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

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歴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４〕

此後，宋人羅泌復貫穿古今，更加具體地闡述了同樣的觀點：

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作《史記》，世家侯室而紀皇王，

然而吕后、項籍俱列本紀，人皆疑之，且以爲太史公壞編年之法，以立紀傳。

予有以見太史公爲得聖人之意也。

夫《春秋》編年，以王次春，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不敢擬聖人

而作經，於是法《外傳》之體，以爲紀、表、世家焉，是編年之法也。惠帝死，孝

文未立，吕后爲政者八年。今不紀，則將屹然中絶其統邪？知此則知太史公

紀吕后之意矣。班固作《書》，吾不知其知是否也，然亦紀吕后而不敢絀。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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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又拙撰： 《讀中華書局徵求意見本〈史記〉偶識》，刊虞萬里主編： 《經學文獻研究集
刊》第１２輯，第４００—４０２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清］ 吴汝綸： 《桐城吴先生彙録各家〈史記〉評語》（民國鉛印本），第３犪頁。
［清］ 吴非： 《楚漢帝月表》附《楚義帝本紀》，第１３—１４頁；又卷末附近人劉世珩跋，第１７—１８頁。
［唐］皇甫湜： 《皇甫持正文集》（民國江安傅氏雙鑑樓景宋本）卷二《編年紀傳論》，第２犫頁。



之《舊史》因之，列武后於本紀。歐陽子不知出此，乃以爲《春秋》之法所以著

其大惡而不隠，此歐陽子之失言也。聖人之作經，隨事舉實，非以意而遇事。

是故……統在惠則紀惠，統在吕則紀吕，豈固曰婦人不得爲君，吾不紀

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宣王未立，有共伯

和者，釋位以間王政。蓋十有四年矣，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共伯歸國。故當

時史氏以是十四年者繫之，號“共和”焉。知此，則知予紀女皇氏之意

矣。……

或曰項籍與高帝同時而王，胡爲而著之紀？曰：是又所以爲編年也。方

秦之亡也，籍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祖，而又挾義帝以令諸侯。漢中之地非

惟偏也，而高祖之王又出於籍，籍方分王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之勢

在於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之一，而後紀還於漢，是編年之法

也。〔１〕

明此可知，司馬遷爲項羽撰述本紀而將陳勝列入世家，乃重在天下共主的編年序列。

持有相同看法的學者，還有南宋人黄震，亦清楚指出“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

之間”。 〔２〕在清代考據學家中，持此論者依然不乏其人，如錢大昕即論之曰：“秦既

滅，項氏主命又四五年，沛公之爲漢王，亦項羽所立也。 ……項雖非共主，而業爲天下

主命，不得不紀其興廢之迹。”换句話來説，也就是“紀實”而已，蓋“天下之大權在楚

也，此亦實之不可没者也”。 〔３〕故太史公這一做法，同樣既不能説是特别重視楚的法

統，也不能説是以項羽來取代陳勝的地位。

至於田餘慶稱《史記》把陳勝列入世家，是“比帛書書法降了一等”，因知如前文所

論，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上的“張楚”二字，並不具備國家“法統”的意義，從而也

就不存在所謂“降等”的前提了。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田氏稱“從陳勝不繼世而亡言

之，比諸侯立爲世家也不合適”，這句話講得似乎不够妥當。 先於田氏，劉乃和在考述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上的“張楚”二字時，已經講過類似的話， 〔４〕這可能對田餘慶的

認識有所影響。 今案謂“世家”應繼世而存，這是援依唐人司馬貞的説法。 蓋小司馬

·２８２·

出土文獻（第六輯）

〔１〕

〔２〕

〔３〕

〔４〕

［宋］ 羅泌： 《路史》（民國《四部備要》本）之《後紀》卷二《太昊紀》下《女皇氏題》，第３犫—４犫頁，（上海）中
華書局。
［宋］ 黄震： 《慈溪黄氏日抄分類》（《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元後至元三年刻本）卷四六
《讀史》一《史記》，第２犫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清］ 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録》之《十駕齋養新餘録》卷中“太史公、李延壽”條，第４９６頁，上海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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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釋之曰：“系（世）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 〔１〕但這種注解，只適

用於《史記》中一部分世家。 司馬遷本人爲世家這一體裁所設定的載録對象本來是：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

上。” 〔２〕我們看《史記》中還列有《孔子世家》、《外戚世家》等就會清楚，在因其未嘗號

令天下而不能列入本紀的情况下，司馬遷撰著《陳涉世家》，正是推重陳勝在滅秦過程

中的“首事”地位， 〔３〕雖未得稱帝，亦堪爲“輔拂股肱”之比，自然不宜降格編排在列傳

當中。 更何况明人茅瓚曾評議《史記·陳涉世家》説：“（陳）涉雖發難，而當時諸王起

兵者，皆備載於此，故稱系（世）家而首之。 不略不冗，叙事之妙也。” 〔４〕即使按照司馬

貞對“世家”這一體裁的定義，司馬遷設立《陳涉世家》，恐怕也算不上是自亂義例。

最後需要稍事説明的是，司馬遷編著《秦楚之際月表》，雖然無意尊楚，但也没有

像汪越、錢大昕等人所説的那樣，是刻意在此體現崇漢的旨意（錢大昕謂太史公於崇

漢之外，尚且抑秦）。 儘管《秦楚之際月表》的小序，稱譽劉邦之攫取天下，云：“王跡之

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 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 故憤發其

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 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 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非大聖

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５〕極力稱頌大漢之承續秦、楚，係天命攸歸，然而，並觀《太

史公自序》闡述撰著此表的宗旨，乃謂“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

之際月表》”， 〔６〕可知司馬遷設置這一表格，同樣首先是出於史家紀事的技術性需要，

並没有什麽特别的政治意圖。 而太史公在序文中對劉邦和漢朝的贊頌，不過是爲秦

楚之際跌宕起伏的政治風雲宣示一個最後的結局而已。

吴非的弟子王爾綱，對《秦楚之際月表》這一名稱，曾經做過比較合理的解釋：

太史公《秦楚之際》之文，蓋本於孔子“唐虞之際”語。不曰“間”而曰

“際”，間“隙”而際“會”，間“遠”而際“近”，間“離”而際“聯”，似同而實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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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五際，卯、酉、午、戌、亥。陰陽終始際會之歲，則有變革之政。”際，

言其始也，言其交也。兩相遞接，故稱際。〔１〕

據此，所謂“秦楚之際”，也就是秦、楚交接這一“事繁變衆”的特殊歷史時期。 故其紀

事，始自陳涉起事，述楚之肇興於秦末；終止於項羽殞命，記楚社覆亡。 至於在項羽身

後，不僅記明劉邦稱帝，還把這一年的紀事，從二月一直延續到年底後九月，或許會給

人以兼記漢事的假象，但實際上這是遵循《公羊傳》所説緣其終始之義而“一年不二

君”的原則， 〔２〕即因舊君主在當年尚統治一段時間，故不以此年作爲新皇帝君臨的始

年，而仍把剩下的這幾個月視作項羽西楚的五年來處理（儘管司馬遷在《秦楚之際月

表》中並没有在每年十月歲首標記西楚的紀年）。 清人張文虎不明此理，竟然以爲“漢

王以二月即皇帝位，……即位以後，事歸一統，不必分月爲表”，因而竟擬議删改此表，

令其終結於漢王五年二月， 〔３〕殊屬荒唐。

總之，恢復舊本《史記》本來的面目，完整審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的文字，並

準確把握“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這一説法的含義，可以看到，司馬遷對“秦楚之際”歷

史脉絡的把握，思路清晰，層次分明，並不存在什麽混亂。

至於從司馬遷之前代後世史官紀事觀念的衍變問題，那是另一個很長的故事，需

要單獨花費很多篇幅才能講述清楚。 簡單地説，在司馬遷之前，史官紀事，重在恪遵

天道，如實載述史事，像齊太史之前仆後繼，秉筆直書，非徒勇而不畏死難，乃若不如

此則將招致天殃神譴，責罰更甚於一死。 逮班固之撰著《漢書》，着意以儒家之是非定

其抑揚降陟以至行文的體裁體例，自是古代史官著述觀念的一大轉變。 而在司馬遷

撰著《史記》的時候，這一轉變才剛剛出現一絲端倪，太史公更多地還是沿承着春秋戰

國以來的傳統。 《秦楚之際月表》的編撰形式，即體現着這一歷史狀况。

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日記

（辛德勇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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